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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军事力量与财政经济是直接关系八路军在前线作战生死存亡的两个重要 

因素，八路军进入山西之初，重视军事作战，除部分国民党拨款外，多采取临时就地筹措的方 

式获得粮饷补充。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八路军与根据地面临着极大的经济困难，从而转向 

独立自主的长期抗战，在经济上重视生产和建立财经秩序，财政由自筹自支向统筹统支发展。 

可以看到，军事紧张与经济困难迫使中共与八路军从无到有、从混乱到有序地创建军事财政体 

系，而抗战初期财政问题的解决又为八路军扩大自身力量并立足华北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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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政理论认为，财政是国家对社会产品集中性的分配，是国家用来调节经济的强有力的手 

段和物质力量。① 从晚清至民国，频繁的内外战争使军事财政在国家整体财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军事支出不仅明显占据国家财政的绝大部分，还影响收支政策和财政制度的变革。至抗战时期更是“一 

切为了抗战”，国民政府为了调动资源进行抗战，曾改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系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 

政”两大系统。国共合作初期，中共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框架和经费支持下尚能勉强维持，但战争形势和 

国共关系变化使得中共及其军队在地方寻求独立的财政基础并逐渐形成自成一体的财政政策。 

目前学界已整编出丰富的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②，亦有相当论著讨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方面 

的经济政策、财政措施与粮食物资等问题。③综观目前有关中共抗战军事财政与经济的研究，可举 

① 谢天增等编著 ：《现代财政经济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4页。 

② 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共 1O编)，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版；晋冀 

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共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年版；魏 

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财政经 

济建设》(上、下)，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 

社 1983年版；河南省财政厅、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1__4辑)，档案出版社 1985年版；陈 

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 日战争时期)》(共 7册)，金盾出版社 1992年版；山西省档案馆编(共 7卷)：《太 

行党史资料汇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③ 如黄道炫《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 3期；于化 

民：《中共领导层对华北游击战场的战略运筹与布局》，《历史研 究》2015年第5期；郝平：《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粮食危机及应 

对》，《安徽史学))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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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下特点：第一，在叙述主体上，多从根据地、边区政府施政建设角度进行整合描述。事实上，军 

队供给问题的出现与解决均早于根据地、边区政府财政体系的建立，但军队供给以及军事财政问题 

较少有专门讨论，军队为何从自筹 自支转向创建根据地并组建抗日政权以谋求长期生存，其中的曲 

折性、复杂性没有充分体现出来。第二，从时间段来看，绝大多数史料和论著都集中于 1941年后党 

政军民在相对稳定的相持阶段与反攻阶段所进行的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抗战初期的财政经济 

往往以“混乱”二字概括，八路军在多方压力下压缩经济需求并与战时多方势力进行经济博弈的过 

程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而始于抗战初期的军事财政体制探索与建设之重要性亦未体现出来。第三， 

从区域上看，多以某一特定的根据地为中心，单一视角平面化考察该区域内的农1 商经济状况和财 

经政策之演变，缺乏以动态视角和全面思维论述八路军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根据战略战术需要在 

军事财经问题上与多方势力互动的研究。 

抗战初期，八路军从进入山西到立足华北，在财政经济上面临着哪些困境?如何从混乱的粮饷 

自筹局面转向区域统一的财政秩序?军队与地方政府、地方财政具有什么关系?抗战初期军事财 

政的创建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拟运用相关八路军文献与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整合华北多个 

根据地的军事与财政问题，以军队为中心，按照时空形势变化与军事财政制度调整两条线索，考察 

1937—1940年问八路军所面临的军费、粮草筹措等具体问题及其解决途径，探讨军事财政体系从 

无到有的创建过程，多方面展现军队、政权与党三方面共同作用于地方财政经济秩序的互动关系。 

一

、 出兵山西与争取援助 

红军初到陕北，由主力部队自负筹粮筹款之责，延续长征时期“打土豪”的做法，“苏维埃的财 

政来源，最大部分应该是夺取敌人资财与对于剥削阶级的没收和征发。因此，红军游击队时，每一 

战必须注意与敌人及剥削阶级的资财之争夺与征集”①，1935年没收款约8．7万元，占年度总收入 

的51．79％；1936年的没收款约65．3万元，占总收入的55％；西安事变以后，为推动抗战统一战线，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的政策，1937年没收款锐减至 2．3万元，仅占全年收入的4．41％。② 红军 

筹款改为向地主、富农募集抗 日基金，向农民借粮买粮，或者开征土地税与盐税，以维持军政开销， 

并在整体上实行休养生息和减轻负担的政策。③ 由于陕甘地区受自然环境和经济实力的限制，红 

军东征西进以拓展生存空间和改变偏处西北一隅的局面，但新拓面积有限，中共财政吃紧，红军必 

须再次努力向外寻求发展空间。 

如果说红军长征的原因之一是陷入国民党制造的消耗战并面临着资源陷阱和生存挑战④，那 

么红军出兵抗 日面临着同样并更加严峻的内生制约和外部压力。与长征不同的是，中共与国民 

党再次达成统一战线，二次合作，共同抗 日。抗 日即要出兵，出兵即需粮草武器。红军时期留下 

来的经费十分有限，负责八路军及一二九师供给与财政的黄同曾提到，1937年6月红军账 目记载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训令第 1号》(1935年 11月16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西 

省档案馆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 1册，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2页。 

②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西省档 

案馆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7册，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52、53、55页。 

③ 李炜光、赵云旗编著：《中国财政通史 ·第九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财政史》(上)，湖南人 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27—_235页。 

④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 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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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存经费底账仅为 23万多元，远不敷抗战需要，八路军野战供给部即带着这少量款项奔赴 

前线。① 

红军主力部队出动，队伍庞大，经费远远不足，向国民党争取军费与物资是抗战爆发初期两党 

合作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首先是就近争取山西资源，在与国民党谈判改编红军事宜时，毛泽东就 

陕北粮食缺乏情况及红军开拔路线、出动兵力等多次电告红军高级将领，考虑先人晋再北上；并要 

求与国民党方面谈判的代表尽力争取更多的物资、武器等支持与援助。 

1937年 8月 2日，毛泽东电告叶剑英，由于延安粮食全靠西安运来，各部只备有三天粮，要其 

即向西安行营交涉，将三原或至少将耀县划归红军，“以便部队南移就食”。② 次 日又告叶“延安 

即将断炊”。5日，毛与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任弼时协商红军是挥师北上经陕北出动还是挥兵 

东进山西，并认为红军经过陕北出动并以绥德、榆林为后方虽然是有利的，但行军将有大的困 

难，东出韩城、宜川更为有利。7日，告彭德怀等“太白镇到瓦窑堡一段 (即从陕北直接到大同) 

约八天行程，绝无粮食，如取此途，须立即备粮”。9日，毛致电中共驻西安办事处和前敌总指挥 

部：“红军走陕北千余里缺粮，由洛川直到神府均遭旱荒，无法通过，必须走韩城。”10日，交代李 

雪峰与阎锡山交涉，“决定由韩城渡河经蒲城、孝义、汾县到大同集中。此点与阎锡山交涉，一定 

办到”。③ 

经交涉，阎锡山除答应八路军先渡河进入山西再北上抗 日外，还同意供应八路军一部分武器装 

备，在兵站方面对八路军部队给予后勤支援，但不负担八路军的财政供给，只同意在敌后组织战委 

会④，允许八路军按照山西省政府的“合理负担”( 政策动员民众出钱出粮，解决部队军需。⑥ 中共、 

八路军高层与国民党及阎锡山政府多次协商，最后确定抗日出兵路线，体现了国共合作精神，也体 

现了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权衡与较量，更体现出八路军受限于供给不足而必须就近取食山西的现 

实困境。八路军东出山西并争取山西地方资源，有利于解燃眉之急，也确立了中共及八路军在山西 

地方筹集粮饷、解决军需的合法性基础。 

其次是争取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支持，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另一层重要意义在于 

红军希望能够享受与国民军同等的待遇与给养。1937年 8月 18日，中共中央向朱德、周恩来、叶 

剑英发出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10项条件的训令，其中两条是要求国民党“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 

“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武器”。⑦ 根据国共协议 ，1937年国民政府核定按 4．5万人的标准每月拨给 

八路军军费63万元，包括经常费30万元、站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药补加费 1万元、米津 

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后来实际拨款有所变动。⑧ 有学者统计，1937年至 1940年底，国民政府总计 

① 黄同：《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的财政工作概况》，《抗 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1辑，第792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i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192页。 

③ 《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193—195页。 

④ 全称“第二战区民族解放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亦称“动委会⋯‘战动总会”。1937年 9月20日在山西大学礼堂宣告 

成立，由阎锡山命名，以山西省地方势力、共产党代表为主，吸收学联、教联、公道团、牺盟会等代表组成。 

⑤ 阎锡山提出的“合理负担”主张，是为筹措战争经费而提出的一种临时摊派措施，其原则是“有钱 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 

力”，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中共与阎锡山协商成立战委会时，同意采纳合理负担政策。 

⑥ 李炜光、赵云旗编著：《中国财政通史 ·第九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财政史》(上)，第435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⑧ 1939年8月起每月增发兵站临时补助2．5万元，每月共65．5万元；1940年 1月每月增发米津4．5万元，每月共 7O万元。 

参见军事委员会军需署编制《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及前新四军编制经费情形报告表(1941年 3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 

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5年版，第315—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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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八路军约2729．5万元①，而八路军总部账目可查数目为 1640．6万元。② 

国民党究竟给八路军拨过多少经费?不同史料和研究存在数据差异。一方面在于战时环境 

下，很难保证军需的准确到位，且随着战事的推进，八路军、新四军规模不断扩充，国民政府拒绝扩 

编增饷，同时双方还产生局部摩擦。1939年冬，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暂时停发了八路军 

军饷，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才将 1939年 10月至 1940年 3月停发的军饷补发给八路军；1940年 

底，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则全部停止了对八路军的军费供给，抗 

战初期国民党拨给经费断断续续，记载不尽完整。 

另一方面，八路军对国民党拨发的军费大体分为两部分使用，一部分是直接由八路军和新四军 

使用，通常由相关军队办事机构领取后直接交付给前方部队，或直接用于买粮购衣、补充枪支弹药； 
一 部分是划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及留守兵团。⑧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财政大部分依靠分给八路军 

的军饷和国内外的捐款，据西北财经办事处统计，1937—194O年外援占财政收入的七成左右④，陕 

甘宁边区的财政支出对外援有很大的依赖性。南汉宸曾提到 1939年的陕甘宁财政支出中外援部 

分占87．5％，至 1940年仍占74％强。⑤ 其中一部分外援即来自于八路军划分的国民党所拨军费， 

而八路军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该部分经费记载亦不完备，与国民党方面的记载出入较大，国民党所 

拨经费具体数额尚难确认。 

此外，积极争取苏联、共产国际以及国际友人、华侨、社会各界团体及个人的援助也是当时中共 

和八路军的策略之一。据俄国解密档案及中国档案文件记载，从抗战爆发到 1943年共产国际解 

散，苏联及共产国际多次向中共提供过数目不小的资金援助。⑥ 不过，由于中苏双方的档案文件记 

载有出入，具体援助资金数额无法确定，而且此项经费是否由八路军使用或使用多少亦不明确。社 

会捐赠数目更是难以计数，各方人士积极为八路军筹集钱款、设备和药品，组织动委会 、抗敌会和 

工、农、青、妇等各种抗 El救亡组织，以多种形式为八路军筹措经费和被服、给养、药品等物资。1937 

年到1941年，各部队上缴给八路军供给部的有账可查的捐款有892．4万元，其中1937年3．6万 

元，1938年200．1万元，1939年60．4万元，1940年550．3万元，1941年78万元，这一数据占八路军 

总部有据可查的财政账面总收入的9．4％。⑦ 八路军各部在前线所接受到的其他实物捐赠缺乏细 

致记载。如艾格妮丝 ·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El记中记载，在随朱德的队伍行军过程中，朱德 

到地方巡查后带回由个人和团体赠送的一批礼物——袜子、肥皂、毛巾、手套、毯子和上海妇女救国 

会送的1．5万双鞋子，还有鲁迅的儿子用学费买的 150只电筒和75打电池。⑧ 类似这些零散物资 

则不一定均进人八路军的账册。 

在抗战爆发之初以及初人山西的一段时间内，中共与八路军努力争取国内外援助，甚至对于外 

① 孙艳玲：《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中共军队提供军费数额考》，《军事历史))2015年第2期。 

② 黄同：《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的财政工作概况》，《抗 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1辑，第791页。 

其中1937年 192万元，1938年448．8万元，1939年500万元，1940年 l0月止499．7万元。 

③ 孙艳玲：《抗 日军饷与国共关系(1937—1941)》，《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期。 

④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 18日)，《抗 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 

编》第6编，“财政”，第319页。 

⑤ 南汉宸：《(陕甘宁)八年的光景是怎样渡过的?》(1947年)，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 日战争时 

期)》第6册，第209页。 

⑥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孙艳玲：《抗战期间苏联向中共 

提供资金援助问题初探 1937．7一l942》，《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4期。 

⑦ 黄同：《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的财政工作概况》，《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791页。 

⑧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参考资料 1》，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lOO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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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援助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但国民党和苏联的资金均存在着诸多模糊不清之处，从另一个角度展现 

了抗战期间友军合作背后博弈与较量的侧影，也揭示了八路军无法完全依赖外部经济援助的现实 

困境。从进入山西正面作战开始 ，八路军面临的实际境况要求调整财政与供给策略，从依靠外来经 

费转向就地自筹。 

二、就地筹集与地方矛盾 

八路军进入山西之初，集中力量与日军正面作战，虽有平型关大捷等战绩，但无力阻止 日军深 

人山西，随着国民党阎锡山部队陷入被动局面，毛泽东提出“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 

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 

击战(不是运动战)”①，这也意味着八路军必须做长期抗战之准备，而八路军在战区与敌对峙首先 

需要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财力之补给。 

八路军在战区部署工作，要求“立即在敌人占领区内，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田赋、厘金，实行减 

租减息 ，没收汉奸和日帝财产，分给抗 日人民，优待抗 日军人家属，以这些经济斗争的口号，来与 

基本的抗 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任务密切的联系起来”。② 刘少奇认为“游击队与游击区域的财政与 

给养，应以独立 自筹为原则 ，但在可能时应努力取得中央政府及附近省政府的津贴和帮助”，“游 

击队绝对不应该经过村长、区长或商会等去摊派捐款、粮草，必须直接向富户募捐或摊派，或者 

指定某家富人要出多少东西。因为经过村长摊派，就必须要派到穷人身上，引起大多数人 民对 

游击队的不满 ，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⑧ 以战区为中心，由八路军就地自筹 自支成为临时补给 

措施。 

军队自筹的首要对象是地主富户，各部队直接募集地主或没收汉奸的现钱现粮，主要筹集方式 

有：(一)加强对我军胜利消息及坚持华北抗战的宣传，到处组织募捐队募款募粮；(二)已失地区则 

应直接向富有者筹粮筹款，但仍尽可能以劝募方式进行；(三)没收汉奸财产粮食，但必须慎重； 

(四)在估计可能失掉的接近战争的地域，实行向富有者借款，各部队筹集的粮食，特别是没收的财 

产，可能时发一部给难民。 

没收汉奸地主的土地财产亦成为统一战线的重要策略之一，没收首先以汉奸大地主为主，“大 

地主而未为汉奸者，当然不在没收之列⋯⋯而对中层分子之为汉奸者，在未得到民众同意以前，不 

应急于没收。工农中有追为汉奸者，应取宽大政策，以说服教育为主”。⑤ 相比于苏维埃革命时期 

“打土豪”政策，八路军采取了相对审慎的态度，并对地主阶层内部的不同势力进行了区分，其 目标 

不在消灭汉奸、地主或富农，而在于利用其财产为抗战服务，“让地主提供钱、粮来帮助抗战的重要 

意义在于，这样能把地主放在次要地位，吸收和利用他们”，“务必使他们保持一定程度的生活水 

平、争取联合抗战以及让他们在生产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就是利用他们的财力)”。⑥ 

① 《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 

委员会编：《八路军 ·文献》，解放军出版社 1994年版，第35页。 

② 《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关于战区工作部署方针的训令》(1937年 9月25日)，《八路军 ·文献》，第43页。 

③ 刘少奇：《抗日政府的各种政策》(1937年10月16日)，《抗 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 

33页。 

④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部队进行地方动员工作的指示》(1937年 10月29日)，《八路军 ·文献》，第88页。 

⑤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对汉奸没收政策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 1O月15日)，《八路军 -文献》，第70页。 

⑥ 达格芬 ·嘉图著，杨建立等译：《走向革命——华北的革命、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中共党史资料 出版社 

1987年版，第5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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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除军队自筹外，农救会、牺盟会、战委会等群团组织应运成立，在根据地和边区政府 

未建立起来之时，战动会具有半群众半政权性质(冀中是救国会，冀西有自卫会)，是动员组织群众 

和武装群众抗日的机关，也是决定并征收合理负担、供给部队给养、逮捕审讯汉奸、颁布减租减息和 

改善工人生活命令的权力机关。① 战动会宣传阎锡山的“合理负担政策”，协助八路军摊派、募捐经 

费。阎锡山认为，“非常时需非常策”，推行战时财政，他提出的“合理负担”，即“有钱出钱，大家出 

力”，“得利息的人多多负担，赚钱多的人要重负担，财产多的人要多负担”。② 

根据八路军与阎锡山的合作协议，八路军和战动会采用阎锡山省政府所颁布的《战时农村合 

理负担办法》，其要点是：由政府规定财产与富力标准，村分 11等(或 12等)，户分 19级，按等规定 

负担总数，征收时按等级决定各户负担分数和分摊数额，高级中的特等户，直接由县分配数量。⑧ 

“合理负担”实际上是一种摊派政策和向富户募捐的方式，“是游击战区开始一个时期内非常必要 

的，是根据 ‘为了抗战实施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的原则，再把负担再加一点在有钱人有粮人身 

上”④，相比以前的赋税政策，在“有钱出钱，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精神动员下，将主要负担转移 

到富裕家户头上。在实际操作中，八路军在地方实行的合理负担政策并不一定按照省政府的办法 

实行。因为按农户 自报财产、村长或农会组织评议，难以快速制定出具体标准，为了快速筹集粮饷， 

存在着乱摊派的现象。 

减租减息、免捐免税是动员群众的另一主要方式，当时晋察冀地区实行的减租减息条例规定： 

地主之土地收入不论租佃、半种，一律照原租额减收25％；另外严禁庄头剥削以及额外附加；钱主 

之利息收入，不论新债旧欠，年利率一律不得超过一分，一律禁止出门利、剥皮利、臭虫利，印子钱等 

高利贷。⑤ 减租减息有利于“放手发动群众”，扩大八路军在战区的群众基础。 

在统一战线下，八路军对汉奸、地主、富农、群众等不同阶层采取不同的动员方式，就地筹措粮 

饷，但这似乎忽视了阎锡山省政府在地方财政经济的权威，军事形势的迅速变化使八路军面临着来 

自各方的压力和经济危机。国军在山西抵抗不力，至 1937年 11月太原陷落，山西已成为华北的特 

殊局面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应该坚持“进一步”的独立 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El军争夺 

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并发动民众，使之成为游击根据地。① 八路军作为山西游击战争主体，必须 

“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⑧，八路军开始第一次扩大正规军和游击队，至 1937年年底已扩 

大至抗战爆发时的三倍。 

扩军需要增加给养，毛泽东多次提醒和告诫前方将领“不要希望与依靠他们(国民党)，因为他 

们答应的东西很多不能兑现。我们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我们还是能够干下 

去这样一个基点上”⑨，要“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⑩，即一面扩军，一面自给自足，不靠 

国民党发饷，而靠 自己筹集供给。八路军的扩兵征粮实际上形成与阎锡山晋绥军竞争之势，而另一 

① 王宗杰：《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财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 1985年版，第 108页。 

② 戎子和：《加紧进行合理负担走上统一的所得累进税》(1940年9月18日)，《财政经济建设》(下)，第540页。 

③ 齐武：《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太行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概述》，《财政经济建设》(上)，第5页。 

④ 陈昌浩：《论华北抗战区域的财政经济问题》(1939年6月1日)，《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7期。 

⑤ 《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1938年2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第31页。 

⑥ 《毛泽东关于坚持游击战争方针问题致周恩来等电》(1937年9月29日)，《八路军 ·文献》，第51页。 

⑦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的任务及部署朱德等电》(1937年 11月13日)，《八路军 ·文献》，第 101页。 

⑧ 《毛泽东关于太原失守后八路军的部署致周恩来等电》(1937年 11月8日)，《八路军 ·文献》，第97页。 

⑨ 《毛泽东关于在山西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原则的指示》(1937年 l1月15日)，《八路军 -文献》，第103页。 

⑩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的任务及部署致朱德等电》(1937年 11月 13日)，《八路军 ·文献》，第 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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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日军专门针对阎锡山及国民党中右派采取诱降措施，1937年底八路军与阎锡山部队及地方 

政府频繁发生摩擦。八路军“部队扩大甚快，枪、饷两缺，与阎发生严重矛盾”①，为了避免与国民党 

和阎锡山晋绥军的正面摩擦，八路军不得不暂时停止扩军和征钱、粮、布，转由地方政府(国民党方 

面)实行“合理负担”，以维持统一战线。② 

八路军直接针对地方富户进行就地 自筹措施也带来了极大的地方矛盾，并使 自身陷入困境。 
一 是各类部队太多，随意摊派、征收混乱。在边区出现了各色各样的武装队伍，除挺进敌后的八路 

军正规部队和地方游击队外，还有退守的国民党军队和打着抗日旗号的杂牌军，甚至还有少数兵痞 

流氓、土匪临时组织的“抗 日武装”，许多地区流行着“司令遍天下，长官赛牛毛”的说法。③ 各色部 

队均采取就地自筹粮饷的方法，“一般的情形是粮款草就地征发，住那里，吃那里，开条子，要东西， 

找对象‘动员’一下，是常有的事。数目没有限制范围，也没有标准”。④单就八路军而言，亦没有 

统一的收支计划和预决算制度，在流动性作战中各自为政，就地取给。⑤ 

二是富户担负次数太多、任务太重。例如黎城某村 100多户仅4户负担，辽县桐峪地主担负全 

村总数的66％，榆社东清秀 3户地主负担占全村67％，有一户担负占收入 130％，辽县下庄某大地 

主当年仅收 100石米，负担却有400石。地主大受打击，有的私 自逃走，随即由富农担负主要筹措 

任务，如辽县寺坪箕山两村经营地主及富农担负分别占全村的97％、76％。⑥ 随即中农以及不少的 

贫农，也被纳入到合理负担的范围。⑦ 随着有钱人的钱和有粮人的粮一天天减少，部队持久而稳定 

的经济来源必然再次成为一个棘手问题。 

三是加剧了地方民众矛盾。八路军的到来使一些农民大为振奋，如高平穷人组织“穷人分仓 

谷会”，自动分仓谷，或者集体拿碗到老财家吃饭⑧；有的甚至采取报复主义，如因借粮逼人跳井、捆 

村长要求摆席请全村的人。⑨ 在这些群众发动较为彻底的地区，中农、贫农能够把负担“挤”向地 

主、富农及富裕中农，事实上形成“富户捐”，富有者人人自危。⑩ 而在另一些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地 

方政权仍把持在旧势力手中的地区，合理负担按土地亩数以平均的方法实行摊派、募捐⑨，有的地 

主、富农向普通农民转嫁负担。 

四是造成八路军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紧张。部队中存在一些个别现象，如有些游击队睡热炕、吃 

鸡肉、吃白面、住好房子。为了与八路军争夺资源，日伪利用这些个别现象和民众的不满，“用‘反 

捐税’及‘军队骚扰’等口号”，“诬蔑游击队为‘吃干队’(指吃富户不打仗)、‘绑票队’(指实行合 

理负担)、‘惹祸队’(指打不了日寇反把日寇引来)”⑩，使部分八路军尤其新组建的游击队在一些 

① 《毛泽东关于必须坚持统一战线政策的补充意见致朱德电》(1937年 12月20日)，《八路军 ·文献》，第120页。 

②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坚决执行统一战线的方针致朱德等电》(1937年 12月6日)，《八路军 ·文献》，第ll1页。 

③ 张洪祥：《略论晋察冀边区初创时期的财政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第126页。 

④ 张洪祥：《略论晋察冀边区初创时期的财政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第 126页。 

⑤ 陈昌浩：《论华北抗战区域的财政经济问题》(1939年 6月1日)，《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7期。 

⑥ 《战后太行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变化》，《太行革命根据地土地问题资料选编》，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山西省档案馆 

1983年编印，第47页。 

⑦ 陈昌浩：《论华北抗战区域的财政经济问题》(1939年 6月1日)，《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7期。 

⑧ 《战后太行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变化》，《太行革命根据地土地问题资料选编》，第46页。 

⑨ 《晋豫边区党过去三个月工作的总检讨与 目前的具体工作——晋豫特委活动分子会议上的结论》(1938年 4月 19日 

印)，《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 1卷，第179页。 

⑩ 齐武：《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太行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概述》，《财政经济建设》(上)，第6页。 

⑨ 王宗杰：《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财政》，《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第109页。 

⑩ 齐武：《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太行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概述》，《财政经济建设》(上)，第6页。 

⑩ 《彭真在中共冀豫晋省委活动分子会议上的结论》(1938年 2月)，《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 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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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口碑和形象不佳，影响群众抗 日情绪。 

事实上，就地筹措只是八路军的一种临时的非常措施，与“打土豪”相似，注重快速募集军队所 

需资财，不具长远性和持续性。不同之处在于，中共与八路军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在政策上仍然 

需要考虑团结和利用地主富户，而不能一味地打击与消灭。不过，实际筹措过程中发生的过激行为 

和矛盾，以及由军队直接向民众大量征集钱粮，都表明军队就地自筹存在其不合理之处，需要由专 

门的政权机关负责统筹，更需要建立长久的经济来源。 

三、从军队自筹转向根据地政府筹办 

既要缓解八路军与民众的矛盾，又要缓和与阎锡山的摩擦以维持统一抗战大局，八路军必须改 

变经济策略。1937年 12月，毛泽东指示“亟应停止扩大，收回部队驻地以外八路军工作人员，一切 

在统一战线与各部范围内工作，一切须取得阎之同意”①，八路军总部要求各部暂时“彻底停止扩兵 

突击”，“大部只集中靠近粮食较易解决之主力附近，加紧训练，并随同主力游击部队行动。另须以 
一 部留给当地部队，由当地政府负责其给养被服，游击队避免直接筹款、筹粮”。② “抗 日部队所需 

用的粮草，在有我地方政府的地方应该要求政府筹办，部队不应直接向人民派粮派草，只有在部队 

深入敌人后方没有我地方政府的地区行动时，才可以在完全 自愿的原则下，直接要求人民捐助或商 

借若干粮草，抗 日武装部队一般不要直接向人民摊派粮款”。⑧ 

因此在政策上，八路军有所缓和，为避免八路军军队直接自筹带来的正面冲突与摩擦，要求地 

方各部队在借款、征粮、捉汉奸时，应取得国民党地方政府同意，或者转给国民党地方政府来执 

行④，从而达到维护统一战线和进一步抗战的目标。不过，实际上，八路军仍然“组织特别的部队到 

铁路车站及城市附近去没收与逮捕汉奸”。⑤ 直至 1939年，即便已经建立了多处根据地，在面对国 

共摩擦以及八路军的给养困难时，毛泽东依然指示“政府发饷甚少，八路军及游击队不能不就地筹 

粮。人民拥戴，踊跃输财，有利于国，无害于民。今后仍应如此，绝不能枵腹作战”。⑥ 就地自筹始 

终是八路军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只是在策略和方法上有所调整。 

而在解决与阎锡山所属部队的摩擦之时，八路军同时面临着 日军的猛烈进攻。1938年春，日 

本在占据太原等大城市后将矛头转向在五台山、太行山等地活动的八路军。日军以第一。八师团 

主力及第十六、第二O、第一。九师团等共3万余人，南自邯长公路、北自正太路、西自同蒲路、东至 

平汉路，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大举围攻。13军军事压力和国民党经济限制，加剧了八路军的经济 

困难 。 

至 1938年4月，在华北的八路军已达 12万人以上，朱德、彭德怀电告毛、周等“我们的经费困 

难已达极点，朱(德)由一二九师回谈 ，指战员已苦到不能再忍受”，“解决财经问题，比打土豪时期 

① 《毛泽东关于必须坚持统一战线政策的补充意见致朱德电》(1937年 12月20日)，《八路军 ·文献》，第120页。 

② 《朱德等关于减少摩擦，巩固抗战团结问题的训令》(1937年12月18日)，《八路军 ·文献》，第 117—118页。 

③ 刘少奇：《关于抗 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1938年2月5日)，《抗 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 

辑，第38页。 

④ 《毛泽东、肖劲光、谭政关于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原则的若干规定致留守部队电》(1937年 12月24日)，《八路军 ·文 

献》，第123页。 

⑤ 《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关于晋察冀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问题致聂荣臻、彭真电》(1938年4月20日)，《八路军 ·文 

献》，第174页。 

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华北各地反摩擦问题的指示》(1939年2月 10日)，《八路军 ·文献》，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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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许多”。① 当时前方作战人员每人每日粮食 1．5斤(16两制)，油盐各 3_5钱，菜 1斤左右；后 

方机关每人每天 1．25斤粮食，5分钱菜金。② 八路军的供给标准基本上只能保障最低限度的供给， 

“除吃饭外，规定士兵每月每人发钱 1元 ，连排长2元，营长 3元，团长4元，师长及总司令 5元。伙 

食则一律每人每月 5元。但因经费困难，干部的津贴时常停发，伙食费也减少，衣服、鞋袜、毯子则 

很缺乏”。③ 

在部队扩大和日军猛烈进攻的情形下，希冀阎锡山地方政府筹集充足的给养在主客观上是不 

可能的，“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要建立有秩序的经常的捐税制度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已经建立起政 

权与秩序的根据地中，才能征收若干种经常的捐税”。④ 抗 日政权建立之前，半政权性质的群团机 

构在一定程度上发掘和涵育了动员群众支持长期抗战的经济潜力，“但是，此类组织，名称既不统 
一

，实施各种政策的办法也不相同，处于各 自为政的状态，最高机构一般也只到县一级。因此，它不 

是健全的行政机关，不能行使政权机关的全部职能，不能制定统一的法令 ，无法用这种组织去统一 

全地区的行政”。⑤ 创建根据地、协助地方党组织和建立抗战政权，建立长期抗战的财政经济秩序， 

成为八路军逐渐转入游击战的主要经济策略。 

1938年 1月 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召开，主要讨论制定晋察冀边区的 

财政经济方针；15日，选举产生民主政府，这标志着晋察冀从一个游击区变成了根据地。边区初 

创，头等大事就是致力于开辟财源，解决军队吃粮问题，主要措施有：实行合理负担；恢复田赋；征收 

救国公粮；整顿税收，废除苛捐杂税 ；征收契税，整理公产；发行救国公债等等。另外，开始建立财政 

制度，包括统筹统支、预决算、会计和金库、村概算等制度。晋察冀根据地是八路军建立的第一个抗 

日根据地，一切属于草创阶段，财政制度亦处于摸索之中。 

在应对 日军围攻的同时，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努力开辟晋东南游击区。1938年 3月，八路军在 

辽县召开建立太行山根据地会议，讨论包括根据地搞好战时经济与解决粮食给养、发展商业、解决 

春荒进行春耕等问题，将八路军的武装力量作为开辟、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重要力量，提出要“利 

用自然山和建立人造山”，“组织我们的力量，成为统一战线的核心力量”。⑥ 1938年4月，晋冀豫 

军区成立，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主力部队基本人驻太行，并逐步建立晋东南各县政权。 

在破除日军的“九路围攻”后，八路军已经开辟了根据地，也获得了两季短暂的相对平稳的时 

期，为解决财政经济问题提供了有利契机。除了继续维持与国民党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 ，中共和八 

路军也开始纠正 自筹过程中“某些过‘左 ’的行动与行会倾向，以和缓地主、富户对我们的恐惧与反 

对”。⑦ 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开始制定新的村合理负担政策，“以后各县合理负担可暂由村先 

行试办，以为县区合理负担实行之基础”⑧，并颁布《停止县合理负担、实行村合理负担》《村合理负 

① 《朱德、彭德怀关于解决财经困难问题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4月22日)，《八路军 ·文献》，第 177、178页。 

② 龚泽琪主编：《革命根据地军事经济史》，军事谊文出版社 1994年版，第257页。 

③ 《八路军在抗 日战争中的作用和最近的状况——任弼时代表q-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1938年4月14日)，《八 

路军 ·文献》，第 169页。 

④ 刘少奇：《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1938年2月5日)，《抗 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 

辑，第38页。 

⑤ 魏宏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档案出版社 1990年版，第l9页。 

⑥ 《太行革命根据地大事记述(初稿)》，山西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编写组 1983年编印，第 14页。 

⑦ 《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关于晋察冀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问题致聂荣臻、彭真电》(1938年 4月20日)，《八路军 ’文 

献》，第174页。 · 

⑧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令各县开征二十七年上忙田赋及停止县区合理负担实行存款合理负担》(1938年 3月6日)，魏 

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农业”，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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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实施办法》《村合理负担评议会简章》《合理负担累进分数表》等文件。① 

新的合理负担政策纠正了动委会向富户捐献摊派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依据调查来确定负担数 

量，以村为单位、以地亩为标准，将农户的财产、收入总和折成“分数”，再按照累进率进行征收。这 

种方法，使负担面达到农民总数 20％_50％，农村中的大多数贫雇农也有一定的负担。② 同一时 

期，其他根据地也大致采用相同的原则改进原有的合理负担政策，如晋东北的县村合理负担办法、 

冀中的土地累进税。新的合理负担政策从富户到普通民众横向扩大负担面、由县至村纵向加强负 

担力度，将负担政策进一步深入乡村。 

新合理负担政策的另一个特点是规定除县政府、村公所外，无论何种机关、团体、军队，均不得 

擅自摊派，部队以协助为主，决不许各自为政，以此来纠正部队临时自筹 自支政策中的无序混乱问 

题，根据地的边区政府代替部队进行统筹。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还通令各县“日后部队的给养 

和生活费，均由本会统筹，按期发给⋯⋯各部队一律停止就地征粮募捐。至于各部队所需粮款，除 

特殊县份另案办理外，均由本会统筹统支，地方停止供给。各县军代所代购麸草柴炭等物，各部队 

均以现款开支”。⑧ 可以看到，创建抗 日根据地和组建边区政府，不仅是军事战略大方向转向游击 

战和持久战，也是八路军财政经济策略的重要转折。 

“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 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 自己、消灭和驱 

逐敌人的战略基地⋯⋯它是深入敌后的八路军进行游击战争的后方，是八路军人力物力补充和供 

给的源泉，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坚固阵地”。④ 根据地建立起来后，经济建设和粮饷筹措虽由根 

据地政府主要负责，但军队在地方的经济和财政实力也得到进一步提高，军队所获得的物资补给大 

大增强。地方政府汲取的粮饷物资直接输送给部队使用，八路军在加强 自身建设和提高战斗力的 

基础上，主要责任是开辟、建设和巩固根据地，以及配合党和地方政府做好群众动员工作，在敌后收 

复地区设法建立政府和恢复抗日秩序，而“这些政府由上级或司令部委任，或由民众团体推选，都 

跟随一个游击队行动”⑤，地方政权与军队需要互为配合，但地方政府权威和根据地秩序主要靠八 

路军来维持。 

军队在根据地负有协助赋税征收之责，在特殊情况下，亦给部分驻军单独设卡征税之权，按照 

统一办法单独征税。驻军时，部队组织最高合理负担委员会，其负责人参加县级合理负担委员会统 

筹工作；战时或独立行动时，亦由该部队最高合理负担委员会去负责筹集。另外划分各部队的合理 

负担的大致范围，他军如有必要在此军驻地内筹集粮食资财，一定要经过此军的合理负担委员会， 

再协同地方政府去筹集，以免造成重复。⑥保护秋收运动是八路军在根据地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八 

路军除了在军事上给敌人以打击外，必须做好保护农民秋收、保护公粮、收藏农具、组织秋耕，并在 

日军即将占领地区动员民众空舍清野等工作。⑦ 

完成秋收后，晋察冀边区政府开始在晋东北和冀西各县统筹对粮食实物进行课税。1938年秋 

① 魏宏运主编：《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第38页。 

② 李炜光、赵云旗编著：《中国财政通史 ·第九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财政史》(上)，第437页。 

③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统筹部队给养与生活费的通令》(1938年6月 16日)，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 

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3册，第426页。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 ·综述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 1994年版，第22页。 

⑤ 《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问题致朱德等电》(1938年4月21日)，《八路军 ·文献》，第 175页。 

⑥ 陈昌浩：《论华北抗战区域的财政经济问题》(1939年6月 1日)，《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7期。 

⑦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打击 日军保护秋收的指示》(1938年9月25日)，《八路军 ·文献》，第 

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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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晋察冀根据地计划征收 l6万石的救国公粮，用以供给军食、优待抗属、救济灾荒等等。① 救国 

公粮由各乡村分存保管，只有政府命令与军用粮票可以动用公粮。② 部队只能凭军用粮票向地方 

领粮，不许部队随意支用，军用粮票分为20斤、100斤、500斤、1000斤四种，走到哪里都凭粮票取 

粮，各村于每月将粮票交至区县政府结账。③ 征收救国公粮的好处在于军队可以就地取给，而不用 

到市场上购买。不过，在物资缺乏的情况下，公粮和粮票制度亦出现很多漏洞，有的买卖公粮，甚至 

买卖粮票，粮票成了通货，有的地方打白条，或者贪污浪费粮食。④ 

边区政府成立后，部队经费与给养按规定概由政府负责规划，按照领用拨发程序进行操作，根 

据地亦开始统筹统支党政军各项财政。但事实上，这一时期很难做到真正的统筹统支 ，其客观原因 

在于，正式财政制度尚未完善，财政收支极不平衡，部队临时筹措的经费或物资难以精确统计，而游 

击部队更是缺乏固定区域和给养标准。以冀中为例，1938年4月至1939年6月，有记载的收支数 

据表明，收入项内，经常收入只占36％，临时收入占64％，其中现金收入仅占支出53％，其他部分 

均为粮食或实物；支出项内，军费支出占95％。在主观上，各机关尤其部队长期养成了自筹 自支、 

自由支用的风格，一时难以纠正。⑨ 

从 1937年底至 1938年夏，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八路军在政策上摒弃不合理的部队自筹，转向 

开辟根据地，成立根据地政府，以解决军事所需粮饷物资，军队武装主要负责军事战斗和支持地方 

政权，在事实上使八路军开始注重利用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来作为军队在地方汲取物资的代理人。 

根据地政府开始着手解决军事财政问题 ，但主要侧重于征收，而非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增加经济总 

量，如调整合理负担和田赋政策、保护秋收、征收救国公粮、实施贸易货币政策等措施，均重在征收、 

调节和分配环节。 

四、军队经营与拓展财源 

1938年秋季开始，日军趁青纱帐退去，开始对华北发动大规模的“扫荡”计划，华北再次“转向 

严重与艰苦的战斗环境”。⑥ 此外，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鹿钟麟、沈鸿烈等部在华北再次发生摩擦与 

纠纷。⑦ 此时八路军活动区域已散布于华北各地，这也意味着八路军在华北需要担负更大的作战 

责任。 

八路军在军事与经济双重压力下，开始面临“鱼多水少”的困境，前线将兵的津贴费用始终保 

① 《晋察冀边区征收救国公粮条例》(1938年 9月)，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 

“农业”，第180页。 

② 《晋察冀边区救国公粮储存保管办法》(1938年 l1月)，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2编，“农业”，第187页。 

③ 《晋察冀边区军用粮票使用办法》(1938年 11月)，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 

编，“农业”，第 188页。 

④ 邵式平：《几年来粮食工作之经验教训与今年度的工作布置》(1942年 8月)，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 

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农业”，第 193页。 

⑤ 张佳执笔：《冀中五年来财政工作总结(1937年 1O月一1939年4月)》(1943年4月25日)，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编，“总论”，第685—696页。按：该处原始数据统计不完整。 

⑥ 《朱德等关于坚持华北持久抗战致各兵团电》(1938年 10月12日)，《八路军 ·文献》，第239页。 

⑦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华北各地反摩擦问题的指示》(1939年2月10日)，《八路军 -文献》，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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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低水平①，不得不开展节省运动。为了节省经费，八路军回收棉衣进行再加工，以旧换新、拆旧补 

新。② 为了节省人力，1939年2月，八路军总部训令逐级取消勤务员制度：各级首长人员，凡有勤务 

员的一律取消；连队中逐级取消勤务员制度，其勤务工作，改为全连战士轮流派三人值勤，值勤人员 

仍携带武器，作战时参加战斗；各级机关之勤务员，应严守编制规定，不许滥行增加，进一步压缩人 

员开支。③ 

前线所需经费已十分巨大，八路军还要分担陕甘宁大后方的经济压力，除将国民党所拨军 

费分给留守部队和陕甘宁边区外，还要在战区筹集军费以备陕甘宁边区之需。例如，1938年 

底 ，为防止敌人进攻陕甘宁地区和疏解粮食困难，并输送青年学生支援敌后根据地工作，中央 

将一部分抗大学员输送到前线 ，在晋东南、晋察冀设立两个抗大分校，分别向两地派遣5000人、 

2000人，预计每人25元，共需7万余元。由于陕北“此间财政不易筹集”，毛泽东电告八路军总 

部，要求八路军负责筹集抗大学员所需经费，“聂电负担 2万，盼望增加 1万，另盼朱、彭负担 

5_7万元”。④ 

在新一轮经费紧张局面下，八路军与根据地政府再次面临着新的经济挑战，而国民党给予八路 

军的编制、军费仍然不变，已无法满足八路军的需要。1938年 10月，朱德向蒋介石请求扩编增饷， 

要求增发至每月100万元，但是国民党没有落实这一要求。1938年底，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总 

结道：“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依靠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十五个月经验证 

明：只有主要依靠 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⑤ 

1939年开始，晋察冀边区政府根据陕甘宁要求统一财政体制的训令⑥，开始在区域范围内统一 

制定和执行财政制度：第一，统一财政政策，由边区行政委员会统一制定政策法令和征收办法；第 

二，由边区统一筹划收入，山场税收、公产收入、公营企业收入、罚没款及战争缴获等收入均为边区 

收入，各级财政部门负责组织征收，其他任何机关不准以任何名义向群众摊派捐款，包括县政府、区 

公所；第三，边区统一掌握经费，党政军所有机关学校之经常事业费和临时费用等一切开支，由边区 

财经办事处统一供给，即一切经费的批准支付权集中在边区；第四，统一会计制度，一切收入均须经 

过会计手续和正式凭证才能生效，一切支出必须有正式会计凭证才能向仓库、金库支取；第五，建立 

边区金库，由边区银行代行金库职能，库款的支付权属于边区行政委员会。⑦ 

另外，建立预决算制度。预决算岁入科目分为统一累进税(钱与粮秣分别预算)、田房契税、出 

入口税、罚没收入、公营事业收入、公产收入等 7项；岁出科 目分为军费、政费(包括教育费)、群众 

团体补助费、社会事业费(包括赈灾救济等)、预备费 5项。具体编报预决算的程序，部队系统粮秣 

与经费预决算由大军区供给部编制(包括野战军和地方军)，报边区批准后根据实有人马数字、供 

给标准编制月份预算，再报财政处审核拨付，每季度终了编制季度决算向财政处报销。⑧ 边区政府 

① 国民党军队每人每月迭20_30元，参见龚泽琪等编《革命根据地军事经济史》，第166页。 

② 《军区关于棉衣保管问题的训令》(1939年3月26 13)，《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 日战争时期)》第3册，第 

449页。 

③ 《朱德、彭德怀关于取消勤务员的训令》(1939年 2月14日)，《八路军 ·文献》，第297页。 

④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设立晋东南、晋察冀抗大分棱具体计划致八路军总部等单位电》(1938年 12月 13 13)，《八路军 · 

文献》，第267、268页。 

⑤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 11月25 13)，《解放》1938年第57期。 

⑥ 《边区政府关于统一财政问题的通令》(1937年 12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 日战争时期)》第6 

册，第153页。 

⑦ 王宗杰：《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财政》，《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第113一l14页。 

⑧ 王宗杰：《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财政》，《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第114—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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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经济职权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为了整合根据地整体财经与八路军后勤工作，1939年 2月，朱德、彭德怀筹建八路军后勤部， 

毛泽东派杨立三到山西为八路军筹备和调整后勤体制。① 1939年3月，八路军总部成立后勤部，杨 

立三任部长，后勤部机关设政治部、参谋处、审计处、管理处和负责检查工作的巡视团，下辖供给部、 

卫生部、兵站部、军工部。各级供给部门下设会计、出纳、粮秣、军实、采办、财务等机构，专事部队供 

给事务。② 

八路军后勤机构的设立，与根据地财政制度的改进相得益彰。党政军在地方联合组织经济委 

员会(以书记、秘书长、司令员、政委、供给部长 5人组成)，“政治上给以保障，保证不饿饭、不光 

脚”。③ 各地大军区、二级军区、军分区为保证军需供应，与各地抗 日民主政府探索出行之有效的保 

障措施，军队与边区建立各级平行粮食管理机构，军区供给部设有粮食科，军分区有粮秣科，团有粮 

秣股，营有粮秣员，连有司务长；边区政府和专员公署设有粮食局，县设粮食科，区村设粮秣委员，边 

区政府与部队互相沟通。 

规范财政制度和部队供给制度，有利于改善军事财政状况 ，但最关键之处在于进一步开源，组 

织生产成为新一阶段解决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但抗战初期八路军及根据地政府在华北 

前线进行的生产建设较少受到关注，其原因在于一般研究侧重于抗战中后期的精兵简政和大生 

产运动，初期的生产规模小，且各根据地参差不齐；另外八路军部队初期侧重军事斗争 ，根据地建 

立初期仍然存在重视征收财政经费而不注重发展经济、重视军队需要而不注意群众生产生活的 

思想倾向。④ 

当时关于经济建设与武装斗争，存在两种不同主张。一种观点认为在经常变动的军事环境下， 

主要任务是发展游击战争，奢谈建设是空想；另一观点则注重根据地建设，主张要加强抗日力量，必 

须迅速从初期的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的消极政策，转向战时生产建设的积极政策上来。⑤ 八路军解 

决财经问题也因此具有特点明显不同的两个阶段：抗战初期是独立自筹，只筹不产，注重军事；中后 

期是组织生产、参与生产 ，逐渐达到经济上的独立 自主，同时注重经济建设与武装斗争。1939年春 

季，八路军总部开始动员各兵团开展生产建设 ，“一切必须建筑在 自力更生，不依赖国民党政府的 

接济，坚决与敌人做经济封锁斗争”。⑥ 

农业生产方面，分为两个方面展开：一是部队动员生产，协助民众、当地政府与群团组织生产委 

员会，发动妇女、老弱参加学习和生产劳作，并为抗属代耕，调剂农具、种子、生产力等。二是部队自 

己生产，自己开垦荒地，或由地方政府指定公田地给军队种。八路军总部要求 ：1．各部队应以总人 

数所需田地面积、各种粮食、菜蔬产量等为依据，制定精确计划；2．多种瓜菜，注意作物季节差，使 

生产计划成为较长久地经营；3．经营土地时须与群众打成一片，密切互助，求得部队离开时民众能 

代替部队间苗、除草、灌溉、施肥等；4．部队中须经常储存肥料、应用农具，并将人力、马力给群众使 

用；5．部队的生产运动，不仅限于驻地附近，远处可派人、马去从事耕种并派人照视。⑦ 

① 蒋胜祥主编：《杨立三年谱》，金盾出版社 2004年版，第64页。 

② 龚泽琪等编：《革命根据地军事经济史》，第243--244页。 

③ 《关于军区与党具体关系的决定》，《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367页。 

④ 龚泽琪等编：《革命根据地军事经济史》，第127页。 

⑤ 邓拓：《晋察冀边区战时积极建设问题》(1938年5月)，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1编，“总论”，第237—244页。 

⑥ 《朱德等关于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致各兵团首长等电》(1939年5月7日)，《八路军 ·文献》，第343页。 

⑦ 《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关于开展生产运动问题致各政治机关等电》(1939年3月15日)，《八路军 ·文献》，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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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手工业方面，一是由八路军自己织衣打鞋。让后方部队学会织羊毛、纺棉线、打衣帽鞋袜，把 

在后方学会了简单手艺的人员派到前线去轮流教会各指战员，使之普遍亦自己打衣服、做鞋袜。① 

二是联合农民组织各种手工业合作社。军民结合，共同完成军需品的生产任务是保证后勤供应的 

经常性措施，如晋察冀军区鞋厂将做好的鞋底毛坯及纳鞋底所需的麻线，经各地的交通站转运给负 

有纳鞋底任务的县、区人民政府，由其将任务合理分配给群众，在规定时间内义务完成纳鞋底的任 

务。鞋底纳好后，由村、区、县逐级集中，交给交通站辗转运回鞋厂，再配上鞋帮，制出成品鞋。② 通 

过这种方式，八路军基本解决了在根据地的被装问题。 

军事工业方面，八路军各旅、团、游击支队，地方政府和 自卫队，纷纷在根据地招募技术工 

人，研办修械所和炸弹厂 ，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如一二九师建立起 6 

个修械所，共有职工 600多人。③ 各根据地普遍建立军需工厂，如被服厂、鞋厂、皮革厂、纺织厂、 

造纸厂、毛巾厂、肥皂牙粉厂等。1939年 6月 ，八路军总部组建军事工业部，以进一步加强军工 

的发展 。 

商业方面，实行贸易统制政策。一方面允许部队后勤部门作直接买卖，将根据地内的土特 

产和特殊物资运销敌占区，换回部队需要的物资及生活必需品；部队敌工部门与中共地下组织 

还在敌 占区城市开办商行、货栈，筹集钱粮、枪支 、弹药 、钞纸及通讯器材，秘密运进根据地。④ 

另一方面，八路军根据军事斗争和经济发展需要，积极支持与配合抗 日政府，对输入输出的物 

资分别采取奖励 、限制、禁止等不同政策，鼓励根据地奇缺物资入境，如机械设备、通讯器材、药 

品器械以及发展军工生产必需的原料；鼓励根据地多余的土产出境；严禁奢侈品、钢铁、化学原 

料的输出。 

1939年6月，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召开财经后勤供给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展根据地财政 

经济，并成立经济监察委员会，加强监督指导，统一冀西和晋东的财政领导及其组织，建立财政委员 

会，内设田赋、税收、粮食、收支四个部门，主要负责计划和决策，具体由政府即晋东专署财政科与冀 

西专署财政科去执行，加快财政统筹统支的步伐。⑤ 

1939年 7月，华北各根据地旋即又处于战时环境之中，日军再次向华北大量增兵，以 l0万余 

兵力向晋东南发起第二次“九路围攻”，实行分区“扫荡”，当时太行地区20余县县城相继陷落，而 

且日军比以前行动更为谨慎，也更为疯狂地在根据地烧杀抢掠。根据地范围日趋缩小，负担人口骤 

减。另一方面，阎锡山始终在日军诱降计划中摇摆不定，晋军内部又存在着新旧之争，国共两党、两 

军在山西的摩擦与冲突日趋白热化，最终于 1939年 12月爆发了“晋西南事变”，八路军从阎锡山 

政府方面获得经济支持的渠道进一步被切断。 

为了解决军费问题，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开始筹建金融机构和发行纸币。1939年 4月，冀 

南游击区经济委员会着手货币金融政策，一二九师先遣支队干部张贤约向政委邓小平建议印制钞 

票，随后开始准备技术工人、印刷机器、油墨版等材料。⑥ 1939年 10月 15日，冀南银行成立，其主 

要任务是：“整理抗 日根据地货币金融，调剂农村经济，同敌伪钞做斗争，排挤和肃清敌伪货币，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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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昌浩：《论华北抗战区域的财政经济iw-i题》(1939年6月1日)，《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7期。 

② 殷杰：《天道酬勤——八路军的后勤供给工作》(上)，《军事文摘))2015年第2l期。 

⑧ 冯杰、王东亮：《抗战时期晋冀豫根据地的军工生产》，《内蒙古大学学报772007年第6期。 

④ 殷杰：《天道酬勤——八路军的后勤供给工作》(上)，《军事文摘))2015年第21期。 

⑤ 《晋冀豫区委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决议》(1939年)，《财政经济建设》(上)，第72页。 

( 张昆明：《抗 日烽火中的“冀南银行”》，《党史文汇77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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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生存，发展贸易，繁荣市场，增强抗战力量，巩固抗日实力。”①冀南银行分为两个机构，总部设在 

山西黎城县西井村，称路西行，由八路军总后勤部领导，并作为冀南银行的总行②；另设路东行，由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领导，位于河北省南宫县垂杨镇后索泸村。 

冀南银行的成立和发展，对晋冀鲁豫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对敌经济斗争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成为 

向八路军提供经费的重要机构。向冀南银行透支成为八路军解决 1939年冬季军费困难的主要措 

施，根据八路军保存的账册，1939年从冀南银行借支33万元，占总军费开支的5％；为储备军需物 

资，1940年八路军向冀南银行的借支数目为 2185万元，占总军费的69％；1941年贷款 3358万元， 

占军费的96％。③ 

面对经济困难和经费紧张，八路军和根据地政府逐渐改变单纯的征收策略，而转向发掘根据地 

的经济潜力并拓展财源。军队和边区政府直接动手生产和经营，参与地方的农、工、商业的发展 ，并 

以抗战为原则对其进行组织与领导，以提高 自身经济能力，依靠 自己解决经济问题，为军队提供更 

多的物资和经费。在 日军“扫荡”之下，八路军在经济上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努力培育地方 

经济力量，将党政军力量深入华北农村，维持并发展了抗 日经济基础。 

五、生产运动与趋向统筹统支 

面对 日军在华北的“以战养战”政策和阎锡山发动的“晋西南事变”，八路军的第一反应是必须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队伍。八路军总部认为，力量问题是克服投降妥协危险的中心环节，遂决定再扩 

充 20万人。④ 而如此大规模的扩军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一是粮饷不足，二是可能加剧 日军的进一 

步“扫荡”和国军的不安。1939年冬至 1940年春，粮食出现极度困难，一些部队在战斗中因军需迫 

切，出现联户搜取、查粮、封粮现象，有的部队扣押村干部，囤粮打埋伏。⑤ 

在当时的局势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再次指示各级军政首长和政治机关努力领导部队进行 

1940年春季的生产运动，必须将“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提到政治的高度”。⑥ 在此之前，延安后方 

留守部队和军直机关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开展 自给自足的生产运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解决了一部 

分粮饷供给。因此，将延安生产经验推广到前线部队成为全党全军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这种生产 

运动与之前八路军各地方部队内部自行组织生产建设的路径有所不同。 

生产运动的主要特点在于由上而下全面展开，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各部门均须制定生产 

计划，下级单位必须制定具体计划并报上级，逐级组织并领导生产。⑦ 党政军紧密结合，发动群众 

共同参与，采取深入的政治动员 ，将其作为政治任务来组织和指导生产工作。为此，中共中央军委 

提出“一面战斗，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创造千百个生产战线上的英雄!”等口号。中共 

①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编：《济南银行》l，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1090页。 

② 郭晓平：《太行根据地的金融货币斗争》，《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4期。 

③ 周文龙：((-g-冀鲁豫根据地创建时期我军后勤工作的有关情况》，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抗 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年版，第129页；蒋胜祥主编：《杨立三年谱》，第7O页；黄同：《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丸师的财政工作概 

况》，《抗 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 792页。 

④ 《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关于巩固扩大八路军问题致中共中央军委并中共中央电》(1940年 1月19日)，《八路军 ·文献》， 

第449页。 

⑤ 王奂如执笔：《冀中五年来财政工作总结(1939年6月一1940年 8月)》(1943年4月25日)，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 

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1编，“总论”，第698页。 

⑥ 《中共 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1940年2月 10日)，《八路军 ·文献》，第463页。 

⑦ 《傅钟、陆定一关于生产运动的指示》(1940年3月24日)，《八路军 ·文献》，第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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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要求前线部队，依不同环境、不同部门、不同劳动条件，规定生产方向和生产方法： 

1．在比较巩固地区，同时进行农业、商业、手工业生产，以达到改善生活，克服困难，节省公费 

之目的；2．在不巩固的地区，可经由地方党、政府与地方群众订约，组织军民生产协作。由军队酌 

量抽派人力、牲畜，帮助农民耕作，由农民供给驻军以一定比例的粮食、马料；3．行止无定的部队， 

应利用战斗间隙，在驻扎地区内帮助农民春耕及各种农作劳动，进一步与农民打成一片，以便利用 

另一种方式取得农民对军队自愿与踊跃的输助；4．部队经商必须取慎重态度，要有统一的组织与 

管理，规定营业范围、红利支配，严密监督，不可放任。① 

八路军总部直属单位生产委员会 ，由左权、杨立三、康克清、邱创成、周玉成、林海云、孙开 

楚、孙毅之、曹光琳等组成，下设组织宣传股、调查分配股、经济技术股等机构。从表 1中可以看 

到，1940年晋察冀军区的生产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收益，军队在开垦荒地、种植粮食、畜养家畜等 

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协助地方农民春耕 ，虽不能达到完全的自给 自足，但 

增加了部队收入，减轻了经济负担。不过，敌后部队的生产运动又不同于陕甘宁大后方和地方 

民众的生产运动，参加生产的部队处于战斗环境中，要时刻兼顾生产与训练、战斗；而根据地或 

军区内的土地有限，部队与民众存在争土地的现象；部队属于集体劳动，需要事先组织和分配劳 

动力。② 

表1 晋察冀军区1940年春耕生产运动成绩表 

、＼ 项目 
种类 、＼＼  生产 帮助春耕 合计 

开垦与耕种数(亩) 33584．64 181278 214862．64 

费用人工(工) 41540．4 92511．2 l34O51．6 

可收粮石数(石) 16792．32 90639 107431．32 

可收粮斤数(斤) 453328．8 2447253O 24925858．8 

种菜(亩) 1022．04 1022．04 

养猪(口) 1534 l534 

养羊(只) 2150 2150 

合作社(个) 40 40 

备注 ：1．每亩按5斗计。2．每石按 270斤计。3．总合粮价 ：14955695．28元。 

资料来源：《军区部队生产运动初步总结》(1940年8月)，魏宏运主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 

编，“农业”，第557页。 

1940年春季生产运动的规模虽然不及之后的大生产运动，但依然是一次深入的动员，也是一 

次突破困境的有效尝试。在此基础上，根据地的经济生产能力和对军事的支持能力均有所提升。 

1940年八路军总数达40万人，华北兵员数 目平均占人口总数 2％，每兵年需470余元，则平均全人 

①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1940年2月10日)，《八路军 ·文献》，第463---464页。 

② 《军区部队生产运动初步总结》(1940年 8月)，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2编 

“农业”，第5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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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每人负担9余元，加上其他杂费则大概需要担负11余元①，这对财政统筹统支提出更高的要求。 

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讨论了统一财政收支存在的问题，如 

缺乏统一概算、各 自为政、随收随支等缺陷，不利于军事作战。会议认为实施财政统一刻不容缓，必 

须使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由分散到统一。1940年 8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成立，进一 

步开展统一工作，以供给战争需要、服从前线需求。② 

1940年秋季开始，各根据地改进合理负担和田赋存在的问题，相继实行累进税。晋察冀根据 

地率先实施了统一累进税，将人口收入水平分为若干等，逐级累进，统一征收各种直接税，每年只征 

收一次，以钱、粮、秣三种形式征收。统一累进税的特点在于统一、累进、直接，既能够整顿混乱繁杂 

的赋税名 目，又能够保证财政来源的稳定，有利于统一财政 ，其实质是扩大了农民的负担比例，使负 

担人口比例介于70％—90％之间，征税范围比合理负担政策得到扩大。③ 

生产运动保证了统一累进税的来源，而统一累进税则进一步推动了财政收入的统一 。进而 

保证军费支出的稳定，八路军在华北各分散的根据地基本立稳脚跟，有 了与 El军长期持久对抗 

的固定的财政经济基础。1940年7月 ，八路军开始酝酿破袭正太路的军事计划 ，为准备军需物 

资，冀中地区筹粮 1400担、柴草 100余万斤、羊 1000多只、军鞋3万双。④8月正式发动持续3 

个月的“百团大战”，给 Et军以重大创伤。“百团大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八路军主动出击 

作战期间亦暴露出八路军在华北的经济缺陷，如缺乏后续补给，根据地易受破坏等。“百团大 

战”后 日军再次反扑，加紧在根据地实行“扫荡”；同时与国民党的军事摩擦加剧，直至“皖南事 

变”后国共合作关系严重受损 ，八路军失去国民党的拨款，华北根据地进入抗战时期最艰难的 

时期。 

1940年 12月，八路军总部在左权县桐峪镇召开后勤工作会议，总结后勤供给中的组织散漫、 

财政上的“两本账”和预算不精等问题⑤，要求建立经济部门的“新秩序”，旅、团的后勤部都必须加 

以整理，无论野战军、地方军、军区都必须根据编制的规定组织起来。⑥ 要求将供给工作正规化，建 

立统一的供给制度，尤其是加强军队的计划、审计、审核、报销制度等。⑦ 

至此，统筹统支财政制度不仅是中央的要求和普遍的政策，也成为前线军事财政的大趋势。统 
一 财政收支的重要意义，首先是有利于将财政权进一步统一于政权，军、政、民组织职权更为清晰， 

既不互相代替、互相干涉，又要在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经济的工作上更进一步的协同配合。其次是有 

利于建立稳定的财政基础，为军队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支持。三是有利于建立统一的财经秩序和 

统一的领导，按照量人而出、官兵一致、前方优于后方、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等原则进行供给⑧，建立 

起有秩序的供给机制。但从实际操作和微观层面上考察，并非所有抗 日根据地都建立了完善的制 

① 彭德怀：《财政经济政策——摘自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40年 9月25日)，《晋冀鲁豫抗 日根据 

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第1辑，第4页。 

② 李炜光、赵云旗编著：《中国财政通史 ·第九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财政史》(上)，第335页。 

③ 周政新执笔：《冀中五年来财政工作总结(1940年 9月一1942年4月)》(1943年4月25日)，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 

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1编，“总论”，第701、706页。 

④ 蒋胜祥主编：《杨立三年谱》，第79页。 

⑤ 杨立三：《后勤工作报告提纲》(1940年 12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1册，第36、 

37页。 

⑥ 左权：《论我军的后勤建设》(1940年 12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l册，第74页。 

⑦ 杨立三：《后勤工作报告提纲》(1940年 12月22日)，《中国人 民解放 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 日战争时期)》第 1册，第 

43—144页。 

⑧ 黄同：《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的财政工作概况》，《抗 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1辑，第794～ 

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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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即使在同一个根据地内也参差不齐，边区政府和军队之间的财政关系也十分复杂，不过，统一财 

经收支和建立财政秩序，是中共和八路军的一项重要经济措施和发展趋势。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行军作战的制胜法则，而抗战时期八路军常常需要在缺乏甚至断绝 

粮草的情况下进行军事斗争。抗战初期，八路军从进入山西北上正面阻击 日军，到转入山地游击战 

建立晋察冀、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最终立足太行向华北发展，确实演绎了“撒豆为兵”的艺术。① 

从整体战略上来讲，这种发展态势是顺利的，但是抗战初期八路军在山西迎敌作战并开辟根据地过 

程中的每一步并非一帆风顺。除了军事战略战术，粮饷筹措与军事财政亦是关乎八路军能否真正 

在山西制胜进而在华北站稳脚跟的关键因素。 

八路军处在敌后农村，既缺乏大后方接济，又生产落后，难以取得物质和资金支持。随着具体 

军事环境的变化，八路军不得不从依靠外援、就地筹款等临时措施，转向创建根据地、进行生产运动 

等一系列独立自主的建设 ，并不断调整筹措方式和军事财经策略。八路军及边区政府在困境中寻 

求生存与发展，稍一好转旋即面临破坏和打击，这些挫折迫使八路军及边区政府不断在前线寻求新 

的解决途径和革新军事财政制度，直至建立起系统、独立的军事财政与供给制度。“‘巧妇难为无 

米之炊’，但八路军供给工作的特点就在于无米也要设法变成有米，少米也要变成多米，一个钱须 

作几个钱用，钱少而事情却要办得多，没有钱也不能把事情停起来”。② 从抗战爆发到 1940年，八 

路军在经济上基本上做到了自力更生，也更强化了抗战的独立自主性。在华北成功立足，为其后部 

队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力量提供了有效的支撑，也为进一步建立“统筹统支为主、自给 自足为辅” 

的军事财经供给制度奠定了基础。 

[作者李玉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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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道炫：《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ig4~ }2014年第3期。 

② 谭政：《延安军事部门检查工作的总结》(1939年 3月15日)，《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3期。 


